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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体育已经

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据《中国群众体育发展

报告（2015）》的统计数据，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口比例已上升为 33.9%，比 2007年的调查数据高出 5.7
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16—
2020）》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相关政策实

施，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和比例进一步增长。以往研

究都是从总体的体育参与来评价群众体育发展，较少

关注体育参与异质性和阶层化现象，更鲜有讨论体育

参与的分层演化机制问题，从而难以全面地评估社会

发展和相关公共政策因素对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个人体

育参与产生的影响。为此，本文拟利用 2005年和 2015
年两期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我国居民体育参

与差异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旨在回答：（1）
我国总体上的体育参与率提高是否会导致体育参与的

阶层差异缩小？（2）随时间推移，传统意义上影响体育

社会分层要素的作用效果是否发生变化？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时期大众体

育参与阶层化现状、发展趋势及其作用机制，为群众体

育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文献评述与研究框架

大众体育参与的阶层差异几乎遍及全球各个国

家和地区［1-6］，多数研究援引社会分层相关理论去诠释

体育参与中的不平等发生机制，并在一些观点上达成

了广泛共识。本文借鉴社会分层理论中“先赋—自

致”两分法，将影响体育参与不平等的因素分别划分

到“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两大类别之中［6］，以评估

我国居民体育参与的阶层差异。“先赋”因素是指与生

俱来，且后天无法改变的特征，例如性别、种族等。“自

致”因素是指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特征，例如教

育、收入、职业等。根据“先赋”和“自致”因素各自对

社会分层的作用大小，可以评价社会封闭与开放程

度。一般而言，当社会分层完全由先赋因素确定时，

即不管个人如何努力，都不能冲破阶层壁垒，实现向

上的社会流动，那么这种类型的社会被称为“封闭型

社会”。反之，当社会分层完全由自致因素决定，即通

过个人后天努力，即可实现向上阶层流动，该社会类

型被称为“开放型社会”。在现实中，极端社会类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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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罕见，多数社会是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共同决定社

会分层。自致因素占的比重越高，相应的社会开放度

也越高。

1.1“先赋”因素与体育参与机会

在众多因素中，性别和种族是最易于识别的先赋

因素，也几乎是所有不平等研究必然涉及的因素。在

体育参与研究中也不例外。一些研究考察了体育参

与中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体育参与机会显著低于男

性［7-9］。一方面生理性因素决定了女性在运动参与方

面存在天然劣势；另一方面也与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

的角色定位不同有关［10］。不过，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

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Van T. Charlotte及
其合作者对欧洲 25国居民的定期体育参与进行定量

分析发现，比利时、法国、希腊等 12个国家男性有更高

的体育参与率，而丹麦、芬兰、瑞典等 13个国家女性参

与率更高。一项基于中国的综合调查数据定量分析

发现，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只是在结婚成家和子女

抚育阶段有显著差异，而其他年龄段并不显著。由此

可见，体育参与的性别差异可能还取决于被研究对象

所处的年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文化

场域等。在族群影响方面，多数研究指出少数族裔和

外来移民的体育参与率相对较低［11－12］。但也有一些

研究发现，体育参与并无种族差异［13］。由于我国历来

重视民族融合，并在民生领域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

策支持，因而，我国体育参与的族群差异可能远低于

西方国家。

年龄的影响。一项针对体育参与的流行病学研

究发现，体育参与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该研究在综

合动物实验基础上发现，体育参与随年龄而下降是多

巴胺系统调节机制影响了体育参与动机的结果［14］。

而另一项研究发现，体育参与率随年龄增长呈反“J”形
变化，即在 15～18岁年龄段体育参与率快速下降趋

势，18～29岁年龄段体育参与率缓慢下降，而 30～64
岁阶段体育参与率趋于平稳。体育参与的反“J”形年

龄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被普遍证实［15］。与西方学者

的发现不同，国内多数研究者认同体育参与的年龄模

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U”形结构，即体育参与随年龄

增长，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16-18］。不过，也有个别

研究认为，体育参与的年龄模式并非固定的“U”形特

征，而是呈现出某种线性下降趋势［19］。

家庭出身的影响。家庭对个体体育参与的影响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经济基

础、教养方式培养孩子良好的锻炼习惯，另一方面，通

过父母与子女互动，培养下一代的体育兴趣与价值

观。家庭社会阶层越高，其父母与子女的共同参与体

育，形成良性互动的可能性就越高［20］。中国各社会阶

层虽然尚未形成泾渭分明的“品位”偏好，但多数父母

还是愿意用个人和家庭资源培养和提升下一代的阶

层“品位”，为子代阶层跨越做准备［21］。从实际来看，

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中就包括了对孩子体育兴趣和锻

炼习惯的培养。因而，家庭因素对个体体育行为的影

响同样不能忽视。

户籍的影响。国内大量的研究发现，与城市户籍

相比，农村户籍在社会流动、生活机会上，面临多重劣

势。在体育研究中，集中探讨户籍因素对体育参与影

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因为无论是体育资源布局，还是

居民体育参与热情，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都异

常显著［22］。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乡之间的体育资源差异在缩

小，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热情也在提高。那么，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开放度的增加，是否会消解体育

参与的户籍壁垒？

1.2 自致因素与体育参与机会

自致因素包括经济收入、职业、教育获得等因素。

在体育科研中，大都将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探讨其

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多数研究发现，经济收入、职业

性质以及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到体育参与机

会［23-24］。经济收入越高，个人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

也越大。甚至在移民研究中也发现，外族移民之所以

在体育参与上落后于本地人，主要是因为外来移民较

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在职业方面，白领精英阶层

的体育参与率普遍高于蓝领和普通体力劳动者，个人

体育参与行为的职业分层相当显著［25-26］。国内研究同

样也发现了体育参与在职业上的差异性，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有相对更高的体育参与

率，体制内从业者在体育参与上比体制外从业者更有

优势。教育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在“教育与健康”的

因果关系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阐释。大量的

研究发现“体育参与”是“教育对健康影响”的重要中

介机制［27-29］。一方面教育可以促使人养成健康锻炼的

习惯，提高健康意识，从而提高个体体育参与率，另一

方面教育也是一种可兑换资本，即通过教育资本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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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的体育资源。概言之，经济、职业和教育既是

分层的标准，又是冲破社会分层壁垒的途径。即通过

个体的努力，实现阶层跨越。

1.3 研究框架

已有研究大致勾勒出大众体育参与不平等的图

景，并对一些重要因素进行了深度探讨，为后续研究

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思路上的启示。但已有研究缺乏

纵向时间维度的分析，难以回答影响体育参与不平等

的相关因素是否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及

如何发生变化等问题。虽然少数西方研究对体育参

与进行了纵贯分析，但由于文化差异和国情差异，大

多数结论是否可推广到中国情境，也需要检证。本文

拟运用全国代表性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以对上述问题

做出回应，具体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中国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构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2 数据、变量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库。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
始于 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

术调查项目。由于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该数据在

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2005年和 2015年两个年度

的调查数据。两期数据均采用多阶层PPS抽样方式进

行抽样，确保数据对全国有较好的代表性。考虑研究

需要，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调查中的城市样本（不

同户籍人口在城市时空下可减少城乡资源因素的干

扰）。在剔除变量缺失和异常值后，保留了 2005年城

市样本 5 922人，2015年城市样本 5 427人，两期混合

样本总量为11 349人。

2.2 变量操作化

2.2.1因变量：体育参与

“体育参与”通过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

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来测量。1：“每天”；2：“一周

数次”；3：“一月数次”；4：“一年数次或更少”；5：“从

不”。参考以上的做法将“体育参与”处理成分类变

量。“体育参与”是一种行为模式，从日常生活视角来

看，体育参与应具有恒常性，偶尔参与体育锻炼可能

仅仅代表一种偶发行为。在具体操作化时，我们将

“一月数次”“一周数次”和“每天”参与体育锻炼的行

为作为一种“恒常性”体育参与行为，而“一年数次或

更少”和“从不”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归为“不参与或较

少参与体育锻炼”类别。按照这一分类标准，“体育参

与”可操作化为二分类变量，即发生参与体育行为和

未发生体育参与行为（参照类）。

2.2.2自变量：户籍身份、年龄、性别、职业性质、教育程

度、年收入对数、家庭出身（14岁时家庭社会阶层、父

母的教育程度）等

考虑到以往研究中发现个人健康状况也对体育

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在模型分析中“健康状况”也作为

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根据户籍性质，将被访者户籍身

份划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在数据分析中，户籍

性质处理为二分变量，以农业户籍为参照。性别处理

为二分变量，以女性为参照。年龄、教育、年收入对

数、健康、当前个人社会阶层和 14岁时的家庭社会阶

层均处理为连续变量。教育变量的测量根据“未读小

学”（=0）、小学（=6）、初中（=9）、高中（含职高、普高、中

专、技校，=12），大专（=15）、本科（=16）、研究生及以上

（=19），数值越大代表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年收入

分别根据问卷中 2004年和 2014年全年总收入来测

量，按惯常做法取其对数形式来表述。健康采用常用

的“自评健康”指标来测量，按照从“很不健康”到“健

康”分别赋值 1～5，数值越大，代表健康状况越好。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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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阶层测度当前个人社会阶层地位，赋值从 1～
10分别代表阶层从“最底层”到“最高层”。14岁家庭

社会阶层代表个人的成长环境，旨在分析“个人早期

成长的家庭环境”是否对个人今后的“体育锻炼行为”

产生影响。从 1～10赋值，代表着 14岁时家庭社会阶

层从“最底层”到“最顶层”的变化，数字越大，社会阶

层也越高。表 1是混合样本、2005年样本和 2015年样

本的变量描述结果。

表1 中国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的样本分布特征

Table1 Samp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residents' sports participation

变 量

体育参与（否=0，%）
户籍身份（农业=0，%）

性别（女=0，%）
年龄（岁）

健康水平

职业性质（体制外=0，%）
婚姻状况（未婚=0，%）

在婚（%）
离婚、丧偶（%）
收入对数（ln）
教育年数（年）

14岁家庭阶层（下层=0）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母亲的教育程度（年）

父亲的教育程度（年）

2015年（2005年=0）
样本量

混合样本

54
71
47

46.49（16.36）
3.94（1.22）
35.1

79
9

8.69（2.98）
11.33（4.58）

32
43
6
0.5

4.75（3.88）
6.19（4.28）

48
11 349

2005年样本

30
72
47

44.74（15.48）
4.11（1.37）
48.4

81
7

8.60（2.17）
10.57（4.66）

33
43
5.6
0.4

4.91（3.59）
6.41（4.06）

—

5 922

2015年样本

67
69
47

48.42（17.06）
3.74（0.99）
41.1

76
11

8.81（3.66）
12.01（4.35）

31
50
7.1
0.6

4.59（4.16）
5.96（4.50）

—

5 427
注：（1）两个调查在“社会阶层变量”的提法不一致，2015年调查是分为 10级量表，而 2005年则是 5级量表，我们按照 2005年的 5级问项，进行

了统一编码；（2）两年的样本数据已进行了加权调整，表中结果为加权调整后的结果。

2.3 模型设定

本文因变量大众体育参与是二分类变量，拟采用

二值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logistic模型

主要用于对二值变量的相对风险率进行建模。将参

与体育设定为 1，未参与体育设定为 0，那么，体育参与

的概率可通过 logit变换后，可表达成线性形式，具体

模型为：

logit（pi）=logé
ë
êê

ù

û
úú

pi
1 - pi =∑k = 0

k

βk xik

其中，xi表示影响大众体育参与的解释变量，β代

表一组与解释变量 xi对应的回归系数，代表该因素对

相对风险率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使用了

两期截面数据混合样本，有可能产生变量分布不一致

和变量估计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在模型中添加年份

虚拟变量，且用稳健标准误替代一般标准误来修正上

述问题。

3 实证分析

3.1 体育参与率变动趋势

图 2是大众体育参与率的箱线图。第 1个和第 2
个箱线图分别代表着 2005年和 2015年的大众体育参

与率。其中，2005年的大众体育参与率为 0.30，2015
年大众体育参与率（0.66）是 2005年的 2.2倍。按照户

籍性质重新分割样本，可以得到不同年份农村和城市

样本体育参与率的变动情况。图 2中第 3、第 4个箱线

图分别代表 2005年和 2015年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

与状况，第 5、第 6个箱线图分别代表 2005和 2015年城

市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状况，其中，农村户籍人口的

平均体育参与率从 2005年的 0.21提高到 2015年的

0.61，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体育参与率从 2005年的

0.35提高到 2015年的 0.69。由此可见，无论是农村人

口还是城市人口，在过去 10年间体育参与率都有较大

水平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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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体育参与率变动情况：2005—2015年
Fig.2 Changes in China’s sports participation rate between 2005 and 2015

3.2 先赋和自致因素的影响

表 2是体育参与的 logit模型估计结果。模型 1是
混合样本，模型 2、模型 3分别是 2005和 2015年样本。

从估计结果来看，户籍身份、教育程度、收入、社会阶

层以及父母亲的教育程度等传统社会分层变量，都显

著地影响到体育参与不平等。

首先，大众体育参与存在明显的户籍差异。根据

模型 1的估计结果，与农村户籍相比，城市户籍人口体

育参与发生比平均高出 37.7%，这佐证了前文描述性

分析结果；在三个模型中我们并未观察到体育参与的

性别差异。这一方面因为中国居民参与体育的性别

差异不明显，另一方面性别因素的影响可能被其他中

介因素所替代。

其次，教育程度、个人收入以及从事体制内工作

对体育参与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具体而言，个人受教

育年数每增加 1年，其相应的体育参与发生率平均提

高 9.4%，收入对数每提高一个单位，相应的体育参与

发生率比平均提高 4.1%。此外，体制内从业者要比体

制外从业者更可能参与体育。体制内从业者体育参

与率要比体制外从业者高出 23.4%。这一结果与国内

外的多项研究基本一致。

其三，家庭社会阶层显著地影响到个体的体育参

与。以“下层”为参照，家庭社会阶层为“中下层”“中层”

和“中上层”的被访者体育参与发生比分别提高了

43.3%、66.5%和 69.9%。随着家庭社会阶层的上升，个

体的体育参与水平也随之上升。因此，促进社会阶层

向上流动，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有利于社会

稳定，也对个体的体育参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

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阶层固化现

象，且农村社会阶层还有普遍的“向下流动”趋势［30－31］。

这必然会对大众体育参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四，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体育参与也有积

极影响。模型 1结果显示，父母双亲的教育程度越高，

其子女的体育参与率也越高。其中，父亲和母亲的受

教育年数每增加 1年，其相应的体育参与率分别提高

3.05%和 2.02%，父亲教育对子女的促进作用略高于母

亲。不过，从分年度来看，2005年数据显示，父亲教育

对子女体育参与的边际效应较大，而 2015年的数据却

显示母亲教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这是否暗示着母

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体育参与的影响力正在逐渐上

升，仍需要在交互效应分析中去检验。

此外，个人的健康水平、婚姻状况等也显著地影

响到体育参与。个人健康状况越好，其参与体育的可

能性也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健康水平每提

高 1个单位，体育参与的发生率平均提高 7.3%。这说

明健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体育参与的前置条件。与

未婚者相比，已婚或离婚（含丧偶）者体育参与发生率

显著下降。在控制其他因素前提下，已婚和离婚（或

丧偶）者的体育参与发生率分别比未婚者平均下降

51.3%和61.9%。

比较模型 2和模型 3可以发现，大多数“先赋”因

素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刚性”特征（ri⁃
gidity），但不同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由此我们推测，除了测量误差和样本量影响外，是否

也意味着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这些影响体育参

与的主要因素的作用强度也在发生着变化？下文我

们在模型 1的基础上纳入年份与关键变量的交互项，

以检验这种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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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体育参与的 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稳健估计）

Table2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or sports participation（RE）
变量

户籍身份（农业=0）
性别（女=0）
年龄（岁）

健康水平

婚姻状况（未婚=0）
在婚

离婚、丧偶

收入对数（ln）
教育程度（年）

职业性质（体制外=0）
社会阶层（下层=0）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含上层）

母亲教育程度（年）

父亲教育程度（年）

2015年（2005年=0）
常数项

R2

LR.x2检验统计量

N

模型1
0.32***（0.06）
0.06（0.04）
0.01***（0.002）
0.07***（0.02）

-0.72***（0.08）
-0.97***（0.11）
0.04***（0.007）
0.09***（0.007）
0.21***（0.05）

0.36***（0.06）
0.51***（0.06）
0.53***（0.10）
0.03***（0.008）
0.02**（0.007）
1.68***（0.05）
-3.22***（0.17）

0.150
1828.7
11349

模型2
0.47***（0.13）
0.04（0.06）
0.02***（0.003）
0.04***（0.02）

-0.97***（0.10）
-1.18***（.16）
0.08***（0.02）
0.07***（0.008）
0.19***（0.07）

0.47***（0.08）
0.70***（0.08）
0.71***（0.13）
0.02（0.01）
0.03**（0.009）

——

-3.49 ***（0.26）
0.08
519.1
5922

模型3
0.31***（0.08）
0.12（0.07）
0.01***（0.002）
0.17***（0.03）

-0.42***（0.13）
-0.62***（0.17）
0.02**（0.008）
0.12***（0.01）
0.17**（0.07）

0.16（0.10）
0.24**（0.09）
0.24+（0.16）
0.04**（0.01）
0.03（0.01）

——

-1.85***（0.26）
0.09
539.7
5427

注：（1）模型 1为混合样本、模型 2为 2005年样本、模型 3为 2015年样本；（2）显著性水平：“+”代表P﹤0.1，“*”代表P﹤0.05，“**”代表P﹤0.01，
“***”代表P﹤0.001；（3）表中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中的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3.3 自致、先赋因素与年份的交互效应

表 3中模型 4至模型 10分别在表 2的模型 1基础

上，分别纳入了年龄、户籍身份、教育程度、职业类型、

社会阶层、收入、健康、父亲教育以及母亲教育等的交

互项。

3.3.1年龄与年份的交互效应

图 3是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在体育参与

年龄模式的比较。两者的年龄模式差异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体育参与率的“谷值”和“峰值”大小存在差

异。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的“谷值”（B）和“峰值”

（D）分别高于农村户籍人口（A和 C）；二是两者达到

“峰值”和“谷值”的时间先后存在差异。城市户籍人

口体育参与达到“谷值”和“峰值”的时间点明显滞后

于农村户籍人口；上述两个因素叠加是年龄平方项未

能通过统计检验的主要原因。从图形分析看，中国居

民体育参与的“U”形年龄模式仍然成立。无论城市户

籍人口体育参与率还是农村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率，

其与年龄变动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U”形特征。从

两个图形的比较中，我们也看到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

与的“U”年龄模式趋于平坦，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

年龄模式“U”形特征更明显。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

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城市户籍人口越来越重视体

育参与。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体育可能成为

每个人的日常活动，届时如果仍按照二分变量刻画体

育参与，这种“U”形年龄模式可能不复存在。换言之，

随着时代变迁，年龄因素将逐渐弱化，年龄也将不再

是影响体育参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模型 4的年龄与

年份交互项检验佐证了这一推测，年龄交互项显著为

负，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对体育参与的作用在

减弱（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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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带交互项的 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稳健估计）

Table3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ith interaction term（RE）

变量

年龄

年份

年龄×年份

变量

家庭阶层

年份

家庭阶层×年份

模型4
0.02***（0.002）
2.33***（0.14）
-0.02***（0.003）

模型8
0.26***（0.08）
2.03***（0.13）
-0.14**（0.05）

变量

户籍

年份

户籍×年份

变量

教育

年份

教育×年份

模型5
0.48***（0.12）
1.85***（0.13）
-0.19（0.13）

模型9
0.07***（0.007）
1.16***（0.12）
0.05***（0.001）

变量

父亲教育

年份

父亲教育×年份

变量

职业性质

年份

职业性质×年份

模型6
0.01（0.008）
1.59***（0.08）
0.01（0.01）
模型10

0.26***（0.07）
1.74**（0.07）
-0.10（0.08）

变量

母亲教育

年份

母亲教育×年份

变量

收入（ln）
年份

收入（ln）×年份

模型7
0.01*（0.007）
1.53***（0.07）
0.03*（0.01）
模型11

0.08***（0.02）
2.10***（0.17）
-0.05**（0.02）

注：（1）显著性水平：“+”代表P﹤0.1，“*”代表P﹤0.05，“**”代表P﹤0.01，“***”代表P﹤0.001；（2）表中数字为变量系数估计值，括号中的数字

为稳健标准误；（3）限于篇幅，表中其它变量估计值略去；（4）为了方便表格呈现数据，模型8中的家庭社会阶层变量设定为连续变量。

图3 不同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年龄模式差异

Fig.3 Age pattern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pulation
3.3.2户籍身份与年份交互效应

表 3的模型 5是加入“年份与户籍身份”交互项后

的模型，年份和户籍身份仍具有独立的正向影响，但

交互项并未通过统计检验。说明“户籍身份”因素的

影响效应并未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从社会分

层的角度来看，大众体育的户籍区隔效应并没有因为

时代变迁而减弱，也表明了户籍身份对大众体育社会

分层具有“刚性”作用。换言之，体育参与的户籍差

异，不只是城乡体育资源布局上的差异，还有户籍本

身的内在影响。

3.3.3父母教育与年份交互效应

模型 6、模型 7分别加入了“父亲教育与年份交互

项”“母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父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母亲教育与年份交互项”

的系数均为正，但前者没有统计显著性，而后者通过

了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从 2005年到 2015年这

10年间，“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参与体育的促进作用

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而“母亲教育程度”对子女的体育

参与的促进作用呈现出逐年增强之势。这佐证了前

文的结论，即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体育参与的影响

力正在进一步提升。这说明，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以及

由教育而形塑的生活方式对子女的生活方式选择所

产生的巨大影响。安妮特·拉鲁的研究指出，有母亲

参与的协作式教育培养对子女的学校参与和教育发

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32］。无独有偶，这一结果也与

最近的一项关于父母对子女成长影响的经验性研究

结论相吻合，该项研究证实，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性发

展更加重要，而父亲对子女的心理发展作用更大［33］。

随着时代变迁和家庭转型，父亲和母亲分别在不同的

维度上对孩子行为的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3.4教育、职业、收入与年份交互效应

表 3的模型 9至模型 11分别是模型 1的基础上加

入了教育、职业、收入三个因素与年份的交互项。其

中，教育以及教育与年份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教

育对大众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随着时代变迁有增强

趋势。控制其他因素后，2005年个体受教育每增加 1
年，体育参与率平均提高 7.25%，而在 2015年，这一数

字上升至 13.88%。这说明个人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体

育参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加。模型 10中的“职业性

质与年份”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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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推移，从事体制内工作的人参体育参与的优

势有减弱趋势，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体制

内工作单位的资源优势仍是分割大众体育参与率的

重要因素。模型 11中的“收入对数与年份”交互项系

数为负，且有统计显著性。在 2005年，控制其它因素

情况下，收入对数变动 1个单位，个体体育参与率平均

提高 8.32%，而 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2.02%。与此

类似，家庭社会阶层对个人体育参与的作用也有下降

趋势。此外，模型 8中“家庭阶层与年份”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负，这说明，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家庭社

会阶层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弱化。但个人

收入和社会阶层作用的弱化并不意味着社会阶层或

个体收入差距趋向平等化，而是随着公共体育设施的

完善和公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体育参与逐渐成为大多

数人生活中的“必需品”，体育参与的阶层壁垒和经济

上的约束必然会降低。同时，在这一转变中，我们也

应看到全民健身政策的实施、公共体育资源的投入、

体育场馆的优化布局等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极

大程度上满足了底层居民免费参与体育的需求。

4 结论与思考

4.1 结论

以往研究主要针对单期截面数据对体育参与率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无法准确地描述纵向时间维

度下不同因素作用效果及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中

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5年和 2015年两期调查数

据，动态地分析了居民体育参与率变动趋势，获得如

下发现。

（1）2005—2015年 10年间，中国居民体育参与率

显著提高。无论是城市户籍人口，还是在城市生活的

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都得到了全面提升。但大

众体育参与率升高的同时，也存在着体育参与的异质

性和阶层分化问题。

（2）城市户籍人口体育参与率显著高于农村人

口。户籍身份在体育参与上的“分割性”作用，在 10年
间并未发生改变。

（3）我国居民体育参与年龄模式上仍有明显的“U”
形特征，但城市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U形特征趋向平

坦，而农村户籍人口体育参与U形特征更明显。城市

户籍人口的体育参与年龄结构在发生改变，曾经体育

参与度较低的中间年龄群体体育参与率不断提升。

（4）传统社会分层变量对体育参与依然有较强的

影响。具体而言，随着时代变迁，教育的体育促进作

用在增强，教育的溢出价值不断显现；体制内从业者

在体育参与率上远高于体制外从业者，呈现出明显的

职业分割特征；收入和社会阶层提高有助于促进体育

参与，但这种作用随时间推移有下降趋势。

（5）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越有可

能参与体育活动。从纵向时间维度看，父亲教育的促

进作用在 10年间未发生变化，而母亲教育的促进作用

呈增强趋势。这预示着家庭变迁过程中，父亲和母亲

在家庭分工、角色定位已不同于传统家庭，家庭结构

完整对于子女的健康行为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

4.2 思考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居民的体育参与已从过去单

纯参与体育活动向内涵式体育参与发展。在新的发

展阶段，家庭因素对子女体育行为的养成具有重要作

用。这与最近一项研究基本一致［21］。这表明，随着社

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行为也将逐步成

为表征社会阶层差异的显性指标，在家庭阶层代际传

递或家庭阶层再生产过程中，打上了明显的家庭烙

印。今后，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育公共资源

增长以及公众体育参与意愿的提高，居民体育参与的

阶层化特征将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届时，参与什么

类型（项目）的体育、与谁一起参与体育，或将成为新

的体育参与分层标准。不过，当前我国居民体育参

与，仍处于上升阶段，远未达到“高度参与”程度。因

此，总体体育参与率攀升和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分化趋

势共存格局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常态现象。对

此，政府体育职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力求消解制

度因素造成的公共体育参与差异，为减少体育参与不

平等提供制度保障。一是正视体育参与的城乡差异，

提高乡村居民体育参与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

大力发展乡村体育，加大乡村体育基本设施投放力

度，降低城乡公共体育资源落差；二是引导乡村劳动

力人口参与体育活动，改善乡村体育参与的“U”形人

口结构。西方发达国家体育参与年龄差异较小，各年

龄层的体育参与率几乎就是一条水平直线，并没有因

年龄因素而发生较大波动，我国农村体育参与年龄结

构依然呈明显的“U”形结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

参与度相对较低，可通过政策宣传和组织开展乡村特

色体育赛事，引导这一群体参与体育活动，提高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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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体育参与率；三是重视各级教育在培养体育参与

意识、终身体育价值观方面的作用，通过体育教育改

革，提高教育促进体育参与的回报率；四是重视家庭

因素对体育参与的促进作用，改善代际体育参与模

式。家庭体育模式一直是西方体育发达国家的主要

参与模式，例如在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家庭成员在节

假日共同参与体育几乎成为一种风尚。尤其是亲代

与子代共同参与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亲

子关系和培养子代良好的心理品质，也有助于培养子

代爱好体育运动，为终身体育参与奠定基础。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我们也应重视家庭体育在全民体育

参与促进中的价值，让家庭体育成为全民体育参与的

又一动力来源。

此外，由于体育参与不仅受到阶层因素和个体特

征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受调查数据

所限，本文并未讨论 10年间社会环境、文化和政策因

素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不足，期待今后数据的进一

步完善而得到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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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Stratific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XU Wei，ZHU Jianyong

（P.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CGSS2005 and cgss2015，this paper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hange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1）during 2005-2015，the

rate of residents’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nd the phenomenon of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level

differentiation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2）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s of traditional social

stratification on sports participation has been presented diver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with the passage of time，the promotion of

individual education level on sports participation is increasing，the influence of professional stratification is still significant，and

the promotion of income on sports is weakening；（3）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is weakening，and the role of

family education capital is increasing. Therefor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tendency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group

heterogeneity expansion.It is suggested to optimize policies to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caus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vulnerab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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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Salary Restriction Order””in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XU Weikang1，TIAN Siyuan2

（1. School of Juris Master，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9，China；2.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The successive issuance of“salary restriction order”in China’s Super League and CBA League indicates that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sports in China has moved forward a step further.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historical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the historical develoment and dilemma of“salary restriction order”in China’s professional sports

are clarified，so as to provide a richer reference for th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salary restriction order”.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on，the“salary restriction order”first faces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lack of legitimacy，especially the lack of necessary

legal basis fo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labor rights and property rights of athletes，an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especially the inability

to do anything about the supervision of“Yin-Yang contract”and“invisible interests”. In order to play its function，we ne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Specifically，first，we need to repair the legitimacy.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do so. One is to

establish the athletes’union and build the collective bargaining system，so that the“salary restriction order”can reflect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The other is to improve the legislative rank and make up for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salary restriction

order”.Secondly，we should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by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terms，adding clauses of“yearly salary

increase”and“anti-circumvention”，and building a regulatory audit system of big data ，supplemented by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players’sala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players’salary；constitutional right；Yin-Yang contract；trade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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